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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点关注信息化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这一现实问题。基于 2003—201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
据，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强度以及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约束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化
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
最弱;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在充分考虑市场化程
度、两化融合水平和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下，促进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信息化
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实施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奠定了理论与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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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劳动力增长放缓、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我国工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

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竞争越
发激烈，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更趋严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与此同时，作
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信息化一直被认为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动力源。近年来，为了引
导信息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带动工业发展，中央政府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相关
重大问题进行规划和部署。那么，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实问题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是否促进了中
国的工业转型升级?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而言，信息化对各地区工
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一致? 在不同的环境、制度等条件下，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
非线性效应? 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准确评价信息化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
的政策措施，乘势加快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围绕“信息化对工业( 制造业) 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
探讨。韩先锋等［1］实证考察了信息化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信息化对工业部门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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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已成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源。谭清美和陈静［2］借助 GMM模型探讨信息化对制
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李波和梁双陆［3］对信息通信技
术、信息化密度与地区工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地区工业增
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李琳和周一成［4］的研究结果表明，
“互联网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黄群慧等［5］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制
造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结果显示互联网技术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以及促进创新提
升了制造业生产率。齐俊妍和强华俊［6］研究发现，网络环境效应是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负向影响制造
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渠道。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信息化对工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问题。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化对工业化或工业发展某一方面的研究，缺少对工业转
型升级的直接研究。工业转型升级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研究信息
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进一步理解如何深化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选取历
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能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相较 OLS 或 FGLS 的回归结果而言，本文的检验结果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三是运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门限特
征，有效弥补了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机制检验方面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信息化发展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参考黄群慧等［5］、惠宁和刘鑫鑫［7］的做法，

本文设定如下基本检验模型:
indit = α + βinfit + γ j controlitj + ui + δt + εit ( 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α表示模型截距项，ind表示工业转型升级状况，inf为信息化发展水

平，control代表一组控制变量，β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γ j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ui 表示各个
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察因素( 用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δt 则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
项。

2． 门限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汉森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以信息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两化融合水平和企业技术吸收

能力为门限变量，探讨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非线性约束机制。设定如下面板门限模型:
indit = ui + α1 infit·I( qit ≤ γ1 ) + α2 infit·I( γ1 ＜ qit ≤ γ2 ) + α3 infit·I( γ2 ＜ qit ≤ γ3 )

+ … + αn infit·I( γn－1 ＜ qit ≤ γn ) + αn+1 infit·I( qit ＞ γn ) + θXit + εit ( 2)
其中，qit 为门限变量; I(·) 表示检验假设的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取值为 1，反之取值

为 0; γ1，γ2，…，γn 分别为 n个门限变量，α1，α2，…，αn+1 为不同门限区间下信息化水平的估计系数; Xit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为便于分析比较，模型( 2) 中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模型( 1) 保持一致。
( 二)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水平。考虑到工业转型升级内涵丰富，采用单一指标无

法反映工业转型升级的整体情况，因此本文采用马静和闫超栋［8］通过构建工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
系所测度出的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水平指数予以表征，用 ind表示。

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信息化水平，具体采用本节第三部分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出的信息

化水平指数予以衡量，用 inf表示。另外，作为信息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和重要表征，我们还将使用互联
网发展水平( int) 这一单一指标替代信息化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郭家堂和骆品亮［9］的做法，选取各
省网民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例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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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门限变量
( 1) 信息化水平( inf) 。既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门限依赖变量) ，又作为门限变量。
( 2) 市场化程度( mark) 。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是经济各个领域市场化的综合，某些单项指标只能

衡量市场化改革中的某一方面，而无法反映市场化转型进程的整体情况。借鉴叶祥松和刘敬［10］的做
法，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指标。

( 3) 两化融合水平( integ) 。根据现有研究文献，选用焦勇和杨蕙馨［11］提出的“两化融合增值能
力”指标表征地区两化融合水平。该增值能力指标的表达式为:

Value = indt·inf·sin φ1φ2( )2
( 3)

其中，indt、inf分别表示工业化水平与信息化水平; φ1、φ2 为合作系数，分别表示信息化提升对工
业化提升、工业化提升对信息化提升的外溢效应大小，两者分别根据 SF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思想
所构建出的“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和“工业化带动信息化”协同演化模型计算得出。该指标兼顾考虑了
两化融合的方向和大小特征，从“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两个维度反映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水平
与绩效，契合两化融合的内涵思想，且具有较为坚实的数理基础，不失为一个相对合理的度量指标。

( 4) 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absor) 。目前学术界尚未就吸收能力的定义和测量等形成共识，但就企
业技术吸收能力而言，一般采用企业劳动力质量、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消化吸收联系密切的各项经
费支出等表征。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工业转型升级指数含有工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出于规避内生
性问题考虑，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比重来衡
量一个地区工业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4． 控制变量
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有很多，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除信息化因素外，还要考虑其他变量的影

响。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 1) 科技创新能力( inno) 。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是工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可以驱动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因此，有必要控制科技创新的影响。参照魏江和黄学［12］等的做法，
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数表示。

( 2)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因此，有必要控制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借鉴韩峰和阳立高［13］的做法，采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表示。外商直接投
资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且折旧率设定为 5%。

( 3) 交通发达程度( tra) 。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地区工业及相关产业布
局、成本费用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良好的交通设施也有利于要素流动和知识溢出，推动区域内学
习效应的深化提升。参考刘晓光等［14］的做法，采用区域公路密度作为交通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即
采用省际等级公路里程与省域面积的比值表示。

( 4) 工业所有制结构( own) 。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方面的表现各不相
同。参照陈斌开和林毅夫［15］的研究，选取规模以上私营企业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的比重表示。

( 5)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nc)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转
型升级能力，本文在上述 4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并参考蒋殿春和王
春宇［16］的做法，用地区人均 GDP来衡量，同时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平减为 2003年不变价。

( 三) 信息化水平的测度
本文参考茶洪旺和左鹏飞［17］的研究成果，并基于对信息化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在数据可得的前

提下，构建了一个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在权重确定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CＲITIC 法进行主客观组合赋权，以提高评价结果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具体计算时，设主观指标权重和客观指标权重分别为 0． 5，计算出的权重见表 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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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文使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1 中国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单位 权重

信息化基础
与环境

单位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国土面积 千米 /平方公里 0． 131 4
每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 计算机数量 /户数 台 /百户 0． 091 5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数 /城镇就业人数

% 0． 128 4

人均交通信息消费 年度人均交通信息消费 元 0． 135 2

信息化应用
水平

有线电视普及率 有线电视用户数 /户数 % 0． 132 8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数量 /人口数 部 /人 0． 188 9
互联网普及率 网民数量 /人口数 % 0． 100 1
网站数量水平 网站拥有总量 × 0． 5 +人均网站拥有量 × 0． 5 — 0． 091 7

( 四) 样本说明
在时间维度上，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战略，并对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整体了解“两化融合”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与促进情况，同时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段为 2003—2017 年。

在空间维度上，本文选取中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 作为考察对象，未考虑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自
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对于个别有数据缺失的变量，我们根据数据的增长率情况，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
补齐，各变量最终的样本量均为 450 个。

上述变量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
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
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各省( 市、自治
区) 统计年鉴。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指数来自《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中国分
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表 2 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inf 0． 404 9＊＊＊

( 12． 82)
0． 303 8＊＊＊

( 6． 56)
0． 248 9＊＊

( 2． 12)
0． 315 8＊＊

( 2． 46)

inno 0． 180 7＊＊＊

( 3． 16)
0． 217 3＊＊

( 2． 11)

fdi 0． 001 1
( 1． 26)

－ 0． 000 4
( － 0． 44)

tra 0． 039 4*

( 1． 88)
0． 045 6
( 1． 54)

own 0． 102 8
( 1． 19)

0． 135 6
( 1． 43)

enc － 0． 004 4
( － 1． 03)

－ 0． 005 3
( － 1． 31)

常数项 0． 346 9＊＊＊

( 37． 02)
0． 307 8＊＊＊

( 6． 29)
0． 353 6＊＊＊

( 41． 88)
0． 314 8＊＊＊

( 5． 13)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Ｒ2 0． 741 8 0． 779 4 0． 755 0 0． 789 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z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全样本和省际特征的实证结果
1． 普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模型进行选

择。根据 F检验和 LM 检验结果可知，所建
模型不应使用混合回归。根据异方差稳健
的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理论上应选用随机
效应模型。但考虑到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犯
“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很高，同时考虑到固定
效应模型总是一致的。因此，为稳妥起见，
本文同时列出了两种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如表 2 所示。表 2 列( 2 ) 和列( 4 ) 为仅使用
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数据回归的结果，列
( 3) 和列( 5) 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从
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 Ｒ2 可以看
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两种模型的 Ｒ2 值
均相对较小，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两种模型
的 Ｒ2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加入变
量以后模型的拟合效果变好。因此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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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是必要的，仅用信息化水平指数与工业转型升级指数进行回归的结果是有
偏差的。当然，本研究选择加入的控制变量是否合适，以及还有哪些变量是应该纳入的，则需要根据
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进行不断的探索尝试。这里，我们从前人的研究发现与经验判断的角度进行了
适当“补漏”，以使回归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情况。

从表 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两种模型中信息化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信息化显著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以固定效应模型为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 248 9，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信息化的回归系数调整为 0. 315 8，也即信息化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工
业转型升级便提高 0. 315 8 个单位，这与我们先前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化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加高效、智能的研发平台和信息平台，使得工业
行业通过持续性技术创新不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带来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

从固定效应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区域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 217 3，通过了 5%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显著影响着工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发达
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发展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并
没显现出应有的促进效应，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有所偏差。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显著，或许是因为外
商直接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后，其技术溢出效应才得以显现和发
挥;交通发达程度作用不显著，或许与考察期内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尚不能充分满足工业转型升级
的需要有关。除此以外，以私营企业资产总计占比为表征的工业所有制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
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亦不显著。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信息化发展显著有利
于工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提高。不过，由于普通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未能有效解决模型
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上述研究结论仍需实施更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

2．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上述实证检验过程中，已经在回归模型中纳入了控制变量来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以及估计偏误，但是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水平也许仍和其他未控制的第三方因素相关，而这些
因素同时影响工业转型升级，使得估计的系数产生偏误。除此以外，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还可
能由于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而产生内生性问题。针对以上分析，我们分别采用传统的豪斯曼检验和异方
差稳健的 DWH检验两种方法对信息化水平指数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方法下的 p值
均为 0. 000 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强烈拒绝“解释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即认为 inf为内生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及内生性检验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 IV) 来缓解信息化与工业转型
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黄群慧等［5］、Nunn and Qian［18］的研究思路，选取 2001 年省级
层面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 IV1) 、2001—2015 年省级层面邮局数量情况( IV2) 共同作为信息化的工具
变量。选取 2001 年的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主要考虑到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往
往也是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因为信息技术广泛走进大众基本上是从固定电话开始的。选取邮局
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主要考虑到除信息技术手段外，人们的信息交换主要是通过邮局系统进行的。此
外，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线上业务需要通过线下的邮局系统予以实现。与此同时，我们
选取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数量以及滞后两期的邮局数量情况作为工具变量，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即
过往的固定电话和邮局数量对当前信息化发展应当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控制了当期信息化
水平之后，将不会受到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符合外生性的要求。

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时，还必须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及有效性进行检验。如果工具变量不是有效
的，则可能导致估计出现不一致，进而使估计结果失去意义。为此，本文首先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
行检验。结果发现，无论是只采用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数据进行回归，还是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
行整体回归，均接受两个工具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其次，采用 KＲF 统计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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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KＲF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检验中 10%对应的临界值，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
即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以 2001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和 2001—2015
年邮局数量同时作为 2003—2017 年信息化水平的工具变量是一个有效的组合。

表 3 第( 2) 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IV1 和 IV2 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与信息化的发展均呈正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测符号相符。第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与 OLS或 FGLS的回归结果相对一致，但相较而言，核心解释变量 2SLS 的回归系
数明显增加，表明存在着反向因果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研发经费等投入而影响
了信息化的发展，导致普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低估了信息化的溢出效应。除此以外，其他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相比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在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 2SLS 回归缓解内生性问
题后，结果仍然表明:信息化的发展显著有利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提高。

3． 分区域的回归结果
本文将 30 个省( 市、自治区) 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通过分组回归来观察信息化对工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经 F检验、LM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三大地区的回归模型均应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同样选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检验。

表 3 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 IV-2SLS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nf 0． 450 9＊＊＊

( 15． 86)
0． 518 5＊＊＊

( 18． 28)
0． 596 4＊＊＊

( 5． 03)
0． 224 9＊＊＊

( 3． 78)

inno 0． 308 5＊＊＊

( 5． 16)
0． 075 5
( 1． 22)

0． 992 6＊＊＊

( 4． 68)
0． 313 1＊＊

( 2． 38)

fdi 0． 000 7
( 0． 68)

0． 001 6
( 1． 06)

0． 000 9
( 0． 59)

0． 000 8
( 0． 48)

tra 0． 011 4
( 1． 14)

－ 0． 044 2＊＊＊

( － 3． 25)
－ 0． 020 3
( － 1． 27)

0． 072 5＊＊＊

( 4． 39)

own － 0． 022 0
( － 0． 39)

－ 0． 073 0
( － 1． 36)

－ 0． 002 0
( － 0． 01)

0． 154 5
( 1． 27)

enc 0． 004 1
( 0． 89)

0． 001 9
( 0． 34)

0． 013 4*

( 1． 73)
－ 0． 004 4
( － 0． 53)

IV1 0． 000 3＊＊

( 2． 23)
0． 000 3＊＊

( 2． 15)
0． 000 3
( 1． 36)

－ 0． 001 0
( － 1． 43)

IV2 0． 028 8＊＊＊

( 7． 94)
0． 023 7＊＊＊

( 7． 29)
0． 035 9＊＊＊

( 4． 79)
0． 101 4＊＊＊

( 8． 03)
ＲKF检验 75． 16 55． 72 26． 36 57． 74
Ｒ2 0． 752 9 0． 887 0 0． 806 3 0． 680 8
样本量 450 165 120 16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 z值。

从表 3 第 ( 3 ) 列至第 ( 5 ) 列的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并不相同，但均
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了相关变
量以后，东部地区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
的回归系数为 0. 518 5，较全国样本有所提
高。中部地区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回
归系数为0. 596 4，影响程度不仅高于全国水
平，也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信息化对工业转
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表现得尤为
明显。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仅为0. 224 9，影
响程度不仅大幅度低于东中部地区，也低于
全国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化对西
部地区工业转型升级的效用发挥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上述影响系数“中部地区 ＞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原因可能是:一是
中部地区虽然在地理和城市发展条件上弱
于东部地区，但“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地
区信息化发展与工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
动能，以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增长率为例，在考察期间，中部地区两者的增长率均显著高于东部和
西部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二是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本储备等方面的限制，无论是
在信息化发展还是工业转型升级方面均处于相对弱势，与中部及东部地区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 二) 门限模型的实证结果
1． 门限效应检验
采用 Hansen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方法，分别对四个门限变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可知，信息化水平( inf) 、市场化程度( mark) 、两化融合水平( integ) 、企

业技术吸收能力( absor) 对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也即存在两
个突变的门限点。此外，由表 5 可知，四个门限变量的门限值所对应的置信区间均较窄，故门限值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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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门限变量 门限个数 F统计量 p值
临界值

1% 5% 10%

inf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41． 13＊＊

25． 10*

16． 83

0． 043 3
0． 060 0
0． 283 3

66． 747 1
38． 562 0
46． 544 6

38． 984 0
26． 735 4
32． 979 2

30． 349 4
21． 362 0
25． 199 5

mark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56． 71＊＊＊

47． 01＊＊＊

36． 64

0． 003 3
0． 006 7
0． 353 3

45． 377 6
43． 761 9
79． 238 5

35． 579 5
34． 370 9
62． 989 2

31． 358 8
28． 766 4
55． 832 1

integ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47． 85*

49． 35＊＊

15． 33

0． 093 3
0． 023 3
0． 626 7

84． 415 7
59． 416 4
60． 097 9

58． 599 1
39． 253 3
43． 552 9

44． 610 8
33． 391 9
37． 604 0

absor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63． 09＊＊＊

21． 10*

9． 04

0． 003 3
0． 090 0
0． 603 3

48． 644 9
34． 968 0
34． 094 1

34． 575 7
25． 417 5
22． 159 2

29． 101 0
20． 758 0
20． 357 6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5 门限值估计结果

门限变量 门限个数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inf 双重门限
γ1 = 0． 335 9
γ2 = 0． 484 9

［0． 333 6，0． 337 4］
［0． 473 1，0． 485 4］

mark 双重门限
γ1 = 6． 210 0
γ2 = 8． 030 0

［6． 193 6，6． 220 0］
［7． 951 4，8． 031 4］

integ 双重门限
γ1 = 0． 066 0
γ2 = 0． 258 3

［0． 062 2，0． 066 2］
［0． 250 4，0． 258 3］

absor 双重门限
γ1 = 0． 068 4
γ2 = 0． 104 2

［0． 066 9，0． 068 7］
［0． 098 2，0． 107 0］

注:表中列示的门限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是经过 LＲ 统计量检验后
的门限效应估计值。

表 6 门限变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门限变量

inf mark integ absor

inf_1 0． 061 5*

( 1． 77)
0． 050 0
( 1． 61)

0． 044 6
( 1． 41)

0． 109 9＊＊＊

( 3． 79)

inf_2 0． 127 0＊＊＊

( 4． 38)
0． 145 1＊＊＊

( 4． 85)
0． 154 0＊＊＊

( 5． 85)
0． 160 3＊＊＊

( 6． 28)

inf_3 0． 210 1＊＊＊

( 8． 70)
0． 230 7＊＊＊

( 9． 87)
0． 253 4＊＊＊

( 11． 42)
0． 233 3＊＊＊

( 10． 01)

常数项 － 0． 495 3＊＊＊

( － 3． 25)
－ 0． 646 1＊＊＊

( － 4． 43)
－ 0． 683 6＊＊＊

( － 4． 55)
－ 0． 306 3＊＊

( － 2． 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F值 27． 22＊＊＊ 28． 94＊＊＊ 29． 62＊＊＊ 25． 79＊＊＊

Ｒ2 0． 812 8 0． 827 0 0． 824 7 0． 819 5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z值。

别效果较为准确［19］。四个门限变量
Bootstrap自抽样检验的 LＲ趋势线和
95%的置信区间如图 1至图 4所示。

2． 以信息化水平为门限变量的
回归结果

由表 4、表 5 和图 1 可知，信息
化( inf) 在 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
双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0. 335 9 和
0. 484 9。从表 6 第( 2) 列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当信息化处于不同的
区间范围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
级呈现不同的影响程度。当信息化
水平指数低于 0. 335 9 时，信息化对
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系数仅为
0. 061 5，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当信息化水平指数处于 0. 335 9
和 0. 484 9 区间时，信息化对工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系数增大至 0. 127 0，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信息
化水平指数大于 0. 484 9 时，信息化
的回归系数进一步增大至 0. 210 1，
依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此可见，在信息化门限区间内，随
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对工
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由“弱显著”
变为“强显著”，且影响效应逐步增
强，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
征。这一结果表明，一个地区信息
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有赖
于地区信息化的发展，当信息化发
展跨过一定的门限水平后，信息化
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才能被
有效释放，且效应越来越明显。

3． 以市场化程度为门限变量的
回归结果

由表 4、表 5 和图 2 可知，市场
化程度( mark) 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存在双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6. 210 0和 8. 030 0。从表 6 第( 3) 列
所示的回归结果看，不同市场化程
度下，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存在较大差异。当市场化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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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 210 0 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仅为 0. 050 0，且不显著;当市场化程度越过 6. 210 0
这一门限值，处于 6. 210 0 和 8. 030 0 之间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显著增强，回归系数
增大至 0. 154 0，且显著;当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超过 8. 030 0 时，信息化的回归系数进一步增大至
0. 253 4。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其对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正向调节作用未能得到有效
发挥，当市场化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后，该调节作用才真正得以体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
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图 1 信息化水平的门限估计与似然比函数

图 2 市场化程度的门限估计与似然比函数

4． 以两化融合水平为门限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 4、表 5和图 3可知，两化融合水平( integ)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0. 066 0和 0. 258 3。从表 6第( 4) 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两化融合处于不同的水平区间时，信息
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当两化融合水平低于 0. 066 0 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系数为 0. 044 6，不显著;当两化融合水平处于 0. 066 0 和 0. 258 3 之间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效应迅速增大至 0. 154 0，且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当两化融合超过 0. 258 3时，信息化的影响系数进一步
增大至 0. 253 4，这一积极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区间。这表明，两化融合可以正向强化信息化的非线性溢出
效应，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的加深，信息化更能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信
息化对工业产业的直接改造提升，同时也是两化融合通过促进工业与服务业融合衍生新业态、新模式而
间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结果。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和绿色发展转变的关
键时期，高质量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对于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5． 以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为门限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 4、表 5和图 4可知，以研发机构企业占比为表征的地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变量( absor)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0. 068 4和 0. 104 2。从表 6第( 5) 列所示的回归结果看，在
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情况下，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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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强，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强化。当一个地区的研发机构企业占比低于 6. 84%
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 109 9，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当该占比处于 6. 84%和
10. 42%之间时，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增大至 0. 160 3;当该占比进一步提高，超过 10. 42%
时，信息化的回归系数增大至 0. 233 3。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在信息化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吸收能力越强，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

图 3 两化融合水平的门限估计与似然比函数

图 4 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门限估计与似然比函数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分析中，我们分别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了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特

别是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足以说明上述实证结果具有
较强的稳健性。作为对比，我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一步检验模型( 1) :一是借鉴郭家堂和骆品亮［8］的
做法，仅使用滞后一期 inf作为当期 inf的工具变量( IV3) ;二是使用单一指标———互联网发展水平( int)
作为衡量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从两种替代方法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模型均通过了残差序
列相关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从而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性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回归结果
中，信息化水平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与前文所汇报的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表明互联网的发展显著有利于工业转型升级，此外，采用这两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与此同时，为尽可能克服门限回归的内生性问题，根据 Ｒiccardo and Giulio［20］以及李平和许家
云［21］的做法，将门限变量改为滞后期。我们对上述门限回归的结果也进行了重新估计，以确保检验
结果的可靠性。根据回归结果，除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absor) 由双重门限变为单一门限，以及市场化程
度( mark) 在第一门限区间内的系数估计值在显著性方面发生变化外，其他变量估计结果均与前文无
明显差别。由此可见，在重新考虑内生性问题后，门限回归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理论和典型国家的经验事实，利用 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传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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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模型和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化发展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结果表明: ( 1) 在
全国层面，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IV-2SLS下的信息化回归系数为0. 450 9，表现为
显著的促进关系。( 2) 在区域层面，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为促进关系，但效
应大小不同，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效应最弱。( 3) 信息化对
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在充分考虑市场化程度、两化融合
水平和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下，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均得到进一步强化。

以上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实施网络强国及制造强国战略奠定了
理论与事实基础。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1) 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 4G网络，但总体来看，我国信
息化的发展仍然很不平衡、很不充分。因此，各地区应继续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抓住新一轮信息
化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从质量和速度两方面入手，不断夯实工业信息化的硬件基础，特别是工业互
联网建设。尤其要关注西部地区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拨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相
对落后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逐步消除“数字鸿沟”，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全局一体化”提供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 2) 深化市场化改革，构建自由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积极转变政府管制经济的方式，将政府的管制职能由经济性管制转变到社会性管
制;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宽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准入要求，破除行业融合壁
垒，让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公平进入市场的权利。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更具效力的公平竞
争法，切实保障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3) 加强
顶层设计，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截至目前，我国仍有多个省份尚未跨越其发挥效用的门限
值，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两化融合”一般规律性的研究，
掌握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两化融合”的特点和规律，并积极开展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作，以点带面，带
动更广区域、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二是要继续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计算机辅助设计、
EＲP管理、CＲM系统集成等在企业中的应用，深化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
与传统工业的结合，使得基于信息技术的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逐步成为主流生产
模式，从而带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4)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工业企业层次和水平。第一，要
大力支持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等对自身进行改造升级，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
发企业内在创新动力。第二，要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企业创新体系，支持
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联盟方式进行合作，形成技术创新网
络，并切实提高成果转化的利用率。第三，要着力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设立
专门的企业生产力促进机构，从协助与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员工技能、技术能力以及协调三者之
间的关系等方面着手，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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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formatization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China?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and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YAN Chaodong1，2，MA Jing2，LI Junpeng1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11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actical issue of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7，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intensity of informatization on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possible nonlinear constraint mechanism． Studies suggests that
informat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yet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m，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st promin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followed by the eastern region，and the western
region at the bottom．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esents a significant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increasing “marginal effect”，and the effect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under the adjustment of
marketization degree，integration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absorption capacity．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laid a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build a cyber power and manufacturing power．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alysis of influence mechanism; nonlinear effect;
instrumental variable

—801—


